CED/C/MEX/A.34/D/1
CED/C/MEX/A.34/D/1
	
	联 合 国
	CED/C/MEX/A.34/D/1

	
[image: _unlogo]
	保护所有人免遭
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Distr. General
17 April 2026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三十四条通过的关于墨西哥的决定[footnoteRef:2]* [footnoteRef:3]** [2: 	*	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2026年3月9日至19日)通过。]  [3: 	**	尾注和附件不译，原文照发。] 

	一.	法律框架
1.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旨在防止和根除强迫失踪行为并打击强迫失踪罪行有罪不罚的现象。《公约》保障：每个人免遭强迫失踪的权利；受害者诉诸司法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了解强迫失踪案情真相和失踪者下落的权利，以及为此目的寻求、接受和传播信息的自由权利。
2.	《公约》第二条将“强迫失踪”定义为由国家代理人(公职人员)，或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个人或组织，实施逮捕、羁押、绑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剥夺自由的行为，并拒绝承认剥夺自由之实情，隐瞒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致使失踪者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公约》第五条规定，大规模或有组织的强迫失踪行为，构成相关国际法所界定的危害人类罪，并会招致相关国际法所规定的后果。墨西哥批准《公约》即已承诺防止强迫失踪、将强迫失踪定为刑事犯罪并予以调查、惩处强迫失踪的实施者，并保障受害者的权利。
3.	《公约》第三十四条规定，如果委员会收到的消息表明，有充分迹象显示，某缔约国管辖下的领土正在发生大规模或有组织的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可向有关缔约国索取一切有关资料，并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将问题紧急提请联合国大会注意。
4.	委员会议事规则[endnoteRef:2] 第103条第2款规定，委员会应就此种形势向缔约国索要一切有关资料，以便紧急处理缔约国管辖的领土上似正在发生的大规模或有组织的强迫失踪事件。 [2: 		CED/C/1/Rev.3.] 

5.	根据议事规则第106条，委员会可考虑到有关缔约国可能已提交的任何意见，进行磋商并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以便决定是否通过秘书长将此事紧急提请大会注意。
6.	委员会通过本文件并按照《公约》第三十四条，请秘书长将本文件所载的决定转交大会，并将该决定通知缔约国。[endnoteRef:3] [3: 		Ibid.] 

	二.	背景
	A.	2012年以来墨西哥与委员会之间的接触
7.	墨西哥于2007年2月批准了《公约》。委员会考虑到关于缔约国境内失踪状况的现有资料，已根据自身的任务采取了《公约》规定的各种程序。缔约国为这些程序的实施提供了协助并予以了合作。
8.	在适用这些程序的整个过程中，委员会、缔约国、受害者和其他民间社会行为体之间一直保持着对话(见附件，其中列出了委员会与缔约国之间合作的时间表以及委员会就其任务的不同程序所采取的行动)。
	B.	委员会自2012年以来提出的建议
9.	在与缔约国接触的每个阶段，委员会都提出了关切和建议，敦促缔约国采取具体措施防止和根除强迫失踪行为、搜寻和找到失踪人员并维护受害者的权利。下文概述了委员会与缔约国接触后得出的主要结论和建议。
	1.	2015年结论性意见
		大规模失踪的情况
10.	委员会在2015年结论性意见[endnoteRef:4] 中指出，收到的资料显示，缔约国大片领土上存在大规模失踪现象，其中许多可归类为强迫失踪。 [4: 		CED/C/MEX/CO/1.] 

11.	委员会还注意到，为防止、调查和惩处强迫失踪行为而建立的制度存在缺陷，全国下落不明和失踪人员登记册存在问题，并且缺少一个能够收集准确统计数据的单一登记册。委员会建议该登记册应涵盖所有案件，包含关于失踪人员年龄、性别和国籍的信息，以及有助于区分强迫失踪与其他类型失踪的信息。
		防范和调查
12.	委员会强调，需要采取措施防止失踪现象，开展彻底调查并惩处施害者，并确保强迫失踪案件不由军事法庭审理，在受害者或施害者是军人的情况下亦然。委员会还建议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单一登记册，制定立即搜寻的规程，加强法证服务，并确保家属以及为他们提供支持的民间社会组织能够参与进来。
	2.	2018年结论性意见
		持续发生的失踪事件和有罪不罚现象
13.	2018年，委员会表示遗憾的是，缔约国大片领土上仍存在大规模失踪现象，而且有罪不罚和二次伤害现象盛行。委员会注意到先前结论性意见[endnoteRef:5] 所提建议的落实工作缺乏实质性进展，重点指出缺少关于强迫失踪案件的可靠数据，定罪人数极少，而且缔约国全境存在大量身份不明的尸体和秘密墓地，尚未得到妥善处理，这造成了紧急状况。委员会重点指出，存在结构性障碍阻碍了人们寻求真相、诉诸司法和获得充分赔偿，也阻碍了受害者和受害者组织的有效参与，特别在搜寻和调查过程中的参与。委员会还指出，《强迫失踪、个人造成的失踪和失踪人员全国搜寻系统一般法》的通过尚未产生足够的影响。 [5: 		Ibid.] 

		对刑事犯罪的适当定义
14.	委员会对《一般法》第34条规定了强迫失踪这一刑事犯罪的定义表示肯定，但表示关切的是，该定义未能适当反映《公约》第三条，并且该法未将强迫失踪罪定义为危害人类罪。委员会建议修正该法，使之与《公约》一致。
		刑事责任与合作
15.	委员会敦促缔约国确保在所有调查和司法程序中承认上级人员的刑事责任，并将所有强迫失踪行为排除在军事管辖之外。委员会建议加强国内和国际司法合作机制，以调查失踪案件并惩处责任人。
		登记册和搜寻
16.	委员会对缔约国设立国家搜寻委员会和创建全国下落不明和失踪人员登记册表示肯定，指出了推行单一登记册的重要性，并吁请当局继续改进分类数据的收集工作，确保包括移民登记册在内的各数据库相互联通。委员会建议创建一个独立的国家法证机构，并设立一个国际技术援助机制，以处理数以千计身份不明的尸体和遗骸。
	3.	委员会2021年访问报告(调查结果和建议)
		大规模失踪行为和有罪不罚现象
17.	委员会在2021年访问缔约国的报告中指出，失踪事件仍然十分普遍，并且几乎完全没有惩罚。委员会指出，根据缔约国提供的数据，仅有2%至6%的失踪案件被提交法院，而且迄今为止，全国范围内仅就此类案件作出了36项判决。委员会指出，结构性有罪不罚会助长失踪事件的再度发生，并给受害者以及为受害者提供支持的个人和组织带来痛苦。
		公职人员和犯罪集团的参与
18.	委员会收到的证词描述了被归于联邦、州或市安全部队，或归于在所有三级政府官员默许下行事的私营安保公司和犯罪集团的失踪事件。委员会重申，对于国家公职人员或得到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个人或组织实施的失踪行为，包括此类行为由犯罪组织或准军事组织实施的情况下，国家应承担责任。这包括犯罪组织或武装集团受国家当局实际控制、此类组织得到公职人员某种形式的支持或者已知存在模式化的失踪事件而国家未能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发生更多失踪事件、也未能进行调查并将施害者绳之以法的情况。[endnoteRef:6] [6: 		CED/C/MEX/VR/1 (Findings), párr. 40.] 

		体制缺陷
19.	委员会在报告中重点指出，联邦、州和市当局之间缺乏协调，没有防止和根除失踪行为的公共政策，也没有与《一般法》和国家失踪人员系统有关的任何法规。委员会指出，一些主管机构的努力受到某些决定阻碍，例如通过《总检察长办公室组织法》的决定，该法与《一般法》和《一般受害者法》并不相容。委员会指出，各州的搜寻委员会缺乏足够的人力和财力，其工作人员面临就业没有保障的问题。
		访问报告中的建议
20.	委员会在访问报告中敦促缔约国采取高效且有效的国家政策，防止和根除强迫失踪行为，并提出了84项具体建议，主要分为两类：
关于高效且有效的国家政策的最低要求的建议，包括确认并考虑公职人员的责任认定标准；根除有罪不罚现象的结构性根源；放弃公共安全的军事化；关注失踪事件、传播相关信息并提高公众认识；以及在全国范围妥善落实法规、判例和相关机构的框架。
关于应在国家政策中处理的优先事项的建议，包括加强有关机构以及搜寻和调查程序；确保在机构间开展有组织和有效的协调；消除将强迫失踪案件提交法院的障碍；妥善处理在移民背景下发生的失踪事件；促进针对长期悬案的搜寻、调查、赔偿和记忆工作；应对法证危机；采取差异化方法，为人们参与搜寻、了解真相、诉诸司法和获得赔偿提供便利；确认受害者的作用，妥善应对其支持和保护需求；保护参与搜寻和调查的公职人员；以及处理登记册中的缺陷，作为一种防止和根除失踪行为的策略。
	4.	2023年结论性意见
		持续发生的失踪事件与监管延误
21.	2023年，委员会遗憾地指出，失踪事件仍然十分普遍，缔约国尚未通过与《一般法》和国家失踪人员系统有关的法规，也没有制定防止和根除失踪行为的全面国家政策。
		调查和起诉
22.	委员会欣见缔约国所有联邦实体均设有负责调查强迫失踪行为的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或单位并欢迎缔约国通过《标准化调查规程》，但注意到强迫失踪事件调查和刑事起诉工作的优先级仍然较低。委员会注意到记录在案的失踪事件之多令人震惊，并且此类案件没有得到妥善调查，导致了持续和几乎完全有罪不罚的现象。委员会还注意到调查工作支离破碎，现场调查和科学证据的使用有限，在该罪行的起诉方面也存在缺陷。
		参与和差异化方法
23.	委员会强调，需要保证家属和民间社会组织有效参与搜寻、调查和赔偿程序的所有阶段，并采取差异化方法应对他们的具体需求。委员会敦促缔约国加强宣传工作，以消除对受害者的污名化。
		重申建议
24.	委员会在其2023年建议中重申了2015年、2018年和2021年提出的许多建议，同时重点指出这些建议尚未得到落实。
	5.	紧急行动请求和个人来文(《公约》第三十和第三十一条)
25.	截至2026年2月28日(委员会关于紧急行动请求的最新定期报告的日期)[endnoteRef:7]，委员会共登记了819项与墨西哥失踪事件有关的紧急行动请求，占根据《公约》第三十条登记的所有案件的约36.5%。 [7: 		CED/C/30/2.] 

26.	在此背景下收集的资料揭示了一些令委员会关切的模式和趋势。委员会已将这些情况提请缔约国注意，并就此提出了具体建议，旨在使搜寻和调查工作符合《公约》。
27.	在这方面，委员会希望强调，在紧急行动程序报告下报告的失踪事件涉及不同年龄、不同背景和不同社会出身的人。[endnoteRef:8] [8: 		CED/C/28/3, párr. 69.] 

28.	大多数案件中提交人都声称，失踪(包括强迫失踪)在该国是一种普遍行为，除其他外涉及根据第三十四条收到的资料所列的所有联邦实体。这些指控涉及公职人员与犯罪集团之间的联系，包括与失踪案件有关的联系。[endnoteRef:9] [9: 		CED/C/27/2, párr. 48; y CED/C/28/3, párr. 70.] 

29.	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在一些紧急行动案件中，有指控称公职人员直接参与了失踪事件。在其他案件中，虽然关于失踪案情和可能的施害者的资料很少，但有令人信服的指控称地方当局与据称涉案的犯罪集团之间存在联系。据现有资料显示，所进行的调查通常无法揭示这些据称存在的联系背后的真相。[endnoteRef:10] [10: 		CED/C/27/2, párr. 88.] 

30.	所提交的资料揭示了搜寻和调查程序的其他缺陷，而缔约国的答复总体上并未表明已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特别是，委员会在与缔约国的后续接触以及在关于紧急行动请求的定期公开报告中重点指出了以下趋势：[endnoteRef:11] [11: 		Véase los informes del Comité sobre las peticiones de acción urgente del 11º período de sesiones (CED/C/11/3) al 30º período de sesiones (CED/C/30/2).] 

	(a)	在大多数案件中，搜寻工作似乎主要由失踪人员的家属进行。主管机构介入时，其介入措施往往仅限于索要文件以及例行发出联邦与州机构之间的合作请求，没有预先制定的搜寻和调查计划或策略；[endnoteRef:12] [12: 		CED/C/28/3, párrs. 72, 93 y 94.] 

	(b)	在许多案件中，搜寻和调查程序存在严重缺陷，包括以下活动方面发生延误或不作为：
(一)	前往事件的据称发生地或失踪人员可能位于的地点；[endnoteRef:13] [13: 		CED/C/27/2, párr. 84.] 

(二)	对现有基因样本进行法证分析，并采集相关样本以确认失踪人员身份；[endnoteRef:14] [14: 		CED/C/MEX/VR/1 (Findings), párrs. 28 y 29; CED/C/MEX/VR/1 (Recommendations), párrs. 57–71; y CED/C/MEX/OAI/2, párrs. 47 y 48.] 

(三)	汇总并分析来自电话网络、通话记录及手机[endnoteRef:15] 的数据，以及事件据称发生地的监控摄像头视频；[endnoteRef:16] [15: 		CED/C/27/2, párr. 84.]  [16: 		CED/C/28/3, párr. 70.] 

	(c)	收到的指控显示，主管机构经常告知受害者，人力和财力的匮乏正在阻碍调查和搜寻活动；[endnoteRef:17] [17: 		CED/C/27/2, párr. 84.] 

	(d)	现有资料表明，即便下落不明者的亲属已明确要求将案件作为强迫失踪案起诉，负责调查失踪案件的机构也往往选择将案件归类为其他类型的犯罪。[endnoteRef:18] 这一趋势在同时涉及强迫失踪和其他犯罪的案件中尤为显著。因此，在特别检察官办公室之间缺乏妥善协调或联合分析的情况下，分别启动了不同的调查。这导致案件事实被归类为不同的犯罪，最常见的是凶杀、非法剥夺自由、绑架、持有违禁武器或有组织犯罪，从而掩盖了强迫失踪的事实； [18: 		CED/C/26/2, párr. 34–35; y CED/C/28/3, párr. 75.] 

	(e)	在以强迫失踪罪对强迫失踪案件提起诉讼时，由于这类罪行的举证标准特别高，被告往往被判无罪。
31.	最后，若干紧急行动请求的提交人提供了详细资料，指出公职人员涉嫌参与了据称阻碍搜寻和调查的行为。[endnoteRef:19] 尽管委员会已将这些指控转交缔约国并提醒缔约国有义务对此展开调查并惩处责任人，但现有资料并未表明缔约国已就此采取有系统和有效的措施。[endnoteRef:20] [19: 		CED/C/27/2, párr. 87.]  [20: 		Ibid., párr. 88.] 

32.	委员会指出，在根据《公约》第三十一条审查的两份与墨西哥有关的个人来文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趋势。[endnoteRef:21] [21: 		Berrospe Medina c. México (CED/C/24/D/4/2021) y Ramírez Barrios y Ramírez Barrios c. México (CED/C/28/D/5/2021).] 

	三.	《公约》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程序
33.	2025年2月至4月间，委员会收到了国际人权同盟联合会(国际人权联合会)的文件，该联合会在文件中请委员会启动《公约》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程序。
34.	正如向缔约国索要资料的请求中所述，委员会结合2012年以来与缔约国接触期间收集的所有资料审查了这一文件。委员会在第二十八届会议上[endnoteRef:22] 决定根据《公约》第三十四条，请墨西哥提供所有相关资料。该资料请求于2025年6月24日发出，请缔约国在2025年9月18日之前作出答复。 [22: 		CED/C/MEX/A.34/RI/1.] 

35.	缔约国于该日作出了答复，并按照委员会议事规则第47条第2款，要求对其答复予以保密。
36.	该年9月至2026年2月间，几个民间社会组织和受害者团体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06条向委员会提交了资料，委员会与缔约国代表和民间社会代表举行了会议。
37.	委员会在第二十九和第三十届会议上，结合所有关于缔约国的现有资料(见第7-32段)，审查了根据《公约》第三十四条收到的资料，并决定将此事提请大会注意。
	A.	根据《公约》第三十四条向委员会提交的资料
38.	国际人权联合会在提交委员会的文件中请求启动《公约》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程序，主要依据是观察到的模式和记录在案的案件，例如2009至2016年间科阿韦拉的案件[endnoteRef:23]、2011至2017年间纳亚里特的案件[endnoteRef:24] 以及2010至2016年间韦拉克鲁斯的案件。[endnoteRef:25] 国际人权联合会还提请注意较为近期发生的案件，主要发生在哈利斯科和纳亚里特。[endnoteRef:26] [23: 		FIDH, “Documento presentado al Comité contra la Desaparición Forzada respecto a la situación en México”, 11 de febrero de 2025.]  [24: 		Ibid.; y FIDH, IDHEAS, “México: Estructura criminal en la Fiscalía General del estado de Nayarit y crímenes de lesa humanidad”, junio de 2021, disponible en https://www.fidh.org/IMG/pdf/fidh-idheas_-_informe_nayarit_espanol_.pdf.]  [25: 		FIDH, “Documento presentado al Comité contra la Desaparición Forzada sobre la situación en México”, 11 de febrero de 2025; y FIDH, Comisión Mexicana de Defensa y Promoción de Derechos Humanos y Comisión Ciudadana de Derechos Humanos del Noroeste, “Comunicación de acuerdo con el artículo 15 del Estatuto de Roma de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sobre la presunta comisión de crímenes de lesa humanidad, en México entre 2006 y 2012”, disponible en informe_mexico_cpi.pdf.]  [26: 		FIDH, “Remisión de México en virtud del art. 34 de la Convención: información que indica el carácter sistemático de los casos recientes”, 22 de abril de 2025.] 

39.	国际人权联合会提交的主要调查结果包含关于以下内容的资料：国家代理人或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非国家人员或组织实施的失踪行为，以及具体案件中反映出的强迫失踪模式，特别是三级政府当局与犯罪集团勾结的案件。这方面的最常见做法之一是当局非法拘留个人，之后将他们交给犯罪集团，或者予以释放后使之失踪。国际人权联合会还指出，公共资源(包括公务车辆和设施)有时被用于实施强迫失踪。
40.	关于近期案件，收到的资料突显了以下情况：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4月22日间，全国下落不明和失踪人员登记册记录了28,880起失踪事件；存在秘密墓地；在贩毒集团之间地盘纠纷的背景下，发生了有组织的剥夺自由案件；以及公职人员据称参与或默许了这些行为。
41.	要强调的是，尽管委员会访问后提出了建议[endnoteRef:27]，但失踪事件的数量仍在上升，法证危机和有罪不罚现象持续存在。国际人权联合会和根据程序提交资料的其他组织认为，尽管墨西哥已通过法律和政策来处理强迫失踪案件并推动调查，但最高层责任人仍未受到问责。据称，有罪不罚现象与腐败有关，特别是涉及地方司法机构和州级政府的腐败，这阻碍了真正的调查。 [27: 		Véase CED/C/MEX/VR/1 (Findings), párrs. 28 y 29, CED/C/MEX/VR/1 (Recommendations), párrs. 57 a 71. El Comité destacó que, según la información disponible, 52.000 personas fallecidas sin identificar yacían en fosas comunes, instalaciones de los servicios forenses, universidades y centros de resguardo forense a la fecha de la visita, y que dicha cifra, a pesar de su magnitud, no incluía a los cuerpos todavía no localizados ni a los miles de fragmentos de restos humanos que las familias y comisiones de búsqueda recogen semanalmente en las fosas clandestinas.] 

42.	国际人权联合会请求委员会启动《公约》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程序后，其他民间社会行为体也提交了几份公开材料。[endnoteRef:28] 所有材料均证实了国际人权联合会所描述的趋势[endnoteRef:29]，并指出这些模式特别出现在科阿韦拉州、纳亚里特州、韦拉克鲁斯州和哈利斯科州，以及新莱昂州、瓜纳华托州、塔巴斯科州、莫雷洛斯州、下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州。[endnoteRef:30] [28: 		Disponibles en el sitio web del Comité: 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SessionDetails1.aspx?SessionID
=2852&Lang=en.]  [29: 		Centro PRODH, “Aportes en torno al procedimiento previsto en el artículo 34 de la Convención con respecto de México”, 18 de septiembre de 2025; Amnistía Internacional, “Activación del artículo 34 de la Convención Internacional para la Protección de Todas las Personas contra las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septiembre de 2025; colectivos y organizaciones de la sociedad civil: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generalizadas y/o sistemáticas cometidas en México. Informe presentado al Comité contra la Desaparición Forzada conforme al artículo 34 de la Convención: Una oportunidad para proteger a todas las personas contra las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en México”, 12 de agosto de 2025; Global Rights Advocacy y Seattl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México y la desaparición forzada como crimen de lesa humanidad: el costo humano del corredor minero”, 29 de octubre de 2025. Todas ellas pueden consultarse en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countries.aspx?CountryCode=MEX&Lang=SP.]  [30: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generalizadas y/o sistemáticas cometidas en México”, 12 de agosto de 2025, págs. 18 a 32. Disponible en 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INT%2FCED%2FNGO%2FMEX%2F68126&Lang=en.] 

43.	这些来源认为，有初步迹象显示，墨西哥存在大规模或有组织实施强迫失踪行为的情况。它们认为，失踪(包括强迫失踪)现象十分严重，足以令委员会根据《公约》第三十四条进行干预。
	B.	缔约国对委员会索要资料的请求的答复
44.	缔约国在2025年9月18日的答复中[endnoteRef:31] 表示，该国是与委员会最为合作的国家之一。缔约国指出《公约》第三十四条仅在有充分迹象显示存在“大规模或有组织的”的强迫失踪行为时才适用，并认为对该条的解释不应脱离《公约》的实质范围，《公约》仅涉及公职人员实施或授权的强迫失踪，不包括未得到国家默许的私人实施的失踪。缔约国认为，“默许”的定义必须严格，不应等同于缺乏尽责，因为只有明确的国家行为才能构成支持或默许。 [31: 		Respuestas de México a la solicitud de información con arreglo al artículo 34 de la Convención, 18 de septiembre de 2025.] 

45.	缔约国回顾指出，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在大规模和有组织的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中，在明知这一攻击的情况下，作为攻击的一部分而实施的强迫失踪可构成危害人类罪。缔约国不接受关于墨西哥存在构成危害人类罪的强迫失踪行为的说法。缔约国指出了作出这一认定的以下要件：(a) 存在强迫失踪；(b) 实施了针对平民人口的攻击；(c) 此类攻击具有“大规模”或“有系统”的性质；以及(d) 实施者知晓这一攻击。缔约国强调，该国与委员会同样关切为失踪受害者提供最大可能的保护；但是，从严格的管辖角度而言，委员会关于《公约》框架内非国家行为体的声明[endnoteRef:32] 不能产生扩大缔约国义务的效果。 [32: 		CED/C/10/Rev.1.] 

46.	缔约国认为，国际人权联合会提交的资料将大多数案件归于贩毒集团或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因此未满足国家参与这一标准。缔约国声称，墨西哥不存在旨在攻击平民人口的、可归于国家的计划、政策或行为。相反，缔约国强调，该国通过地方法律以及设立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失踪人员委员会和协调机制，都证明该国致力于支持受害者，因此不可能同时存在旨在攻击平民人口的政策。
47.	缔约国还指出，国际人权联合会的分析仅限于三个州(科阿韦拉、纳亚里特和韦拉克鲁斯)，且仅记录了科阿韦拉州的32起案件，涉及73名受害者。缔约国认为，这些失踪事件是武装团体实施的孤立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结果，并不构成国家的大规模或有组织政策。缔约国回顾指出，国家登记册包含所有下落不明和失踪人员的记录并且未对失踪与强迫失踪进行区分，因此不能使用该登记册中的数据来论证该国存在大规模的强迫失踪模式。缔约国得出结论认为，并未证明失踪事件是“大规模”或“有组织”的，也没有迹象显示当局对此默许或知情。
48.	缔约国阐述了其法律和体制框架，表明该国致力于采取措施防止和根除强迫失踪行为。缔约国援引了2017年《强迫失踪问题一般法》及其2025年修正案，以及指示各州加紧搜寻失踪人员的2025年3月18日总统令。
49.	在提交委员会的答复的第四章中，缔约国解释了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和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控制为重点的《国家公共安全战略》，并分析了科阿韦拉、哈利斯科、纳亚里特和韦拉克鲁斯的情况。缔约国称，大多数失踪案件发生在过去，涉及特别复杂的与暴力犯罪有关的情况，该国已因此对法律框架进行了深刻变革，包括创建了失踪人员委员会和赠款方案以改进搜寻行动。
50.	缔约国强调愿意继续与委员会合作并提供必要资料以评估相关状况，最后重申墨西哥境内不存在“大规模或有组织的强迫失踪行为”，也不存在危害人类罪的构成要件。
	四.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51.	根据《公约》第三十四条，委员会必须评估所收到的资料是否看来含有充分迹象显示墨西哥境内正在发生大规模或有组织的强迫失踪行为。
52.	这一评估的依据是：缔约国对委员会2025年7月18日索要资料的请求的答复(见第44-50段)、民间社会根据《公约》第三十四条提交的资料(见第38-43段)以及委员会自2012年以来收集的资料(见第9-32段)。委员会将阐述国际法下适用的每一项法律标准，并将之应用于现有资料。
	A.	“充分迹象”
53.	委员会认为，《公约》第三十四条所述“充分迹象”是指，委员会必须初步确信已从可靠来源收到详细、准确的资料，显示发生了属于其职权范围的行为。这意味着委员会并不作为调查委员会行事，也不必作出事实认定。因此，委员会无需适用调查委员会和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罗马规约》第五十三条)所使用的“合理怀疑”或“有合理依据认为”等证据标准。[endnoteRef:33] [33: 		Véase https://www.ohchr.org/es/publications/policy-and-methodological-publications/commissions-inquiry-and-fact-finding-missions.] 

54.	按照“充分迹象”这一标准，委员会必须决定现有资料是否引发足够的关切，以至于有必要将此事提请大会注意，以便大会能够核实事实并按照其任务处理该情况。
	B.	强迫失踪
		适用标准
55.	委员会回顾指出，根据《公约》，在委员会关于访问墨西哥的报告[endnoteRef:34] 以及关于《公约》框架内非国家行为体的声明中所详述的情形下，强迫失踪既可由国家行为体实施，也可由非国家行为体实施。 [34: 		CED/C/MEX/VR/1 (Findings), párrs. 40 y 41.] 

56.	委员会同意缔约国的观点，即这一声明与任何其他同类声明一样，“不能产生扩大缔约国义务的效果”，但必须被理解为“《公约》的一种补充解释手段，有助于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结合上下文并参照其目的和宗旨，确定其术语的通常含义”。[endnoteRef:35] [35: 		Respuestas de México a la solicitud de información con arreglo al artículo 34 de la Convención, 18 de septiembre de 2025, párr. 59.] 

57.	关于缔约国认为该声明第17段旨在“将《公约》第五条的适用范围扩大至未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非国家行为体所实施的行为”这一观点，[endnoteRef:36] 委员会强调，第五条并未对危害人类罪的概念作出定义，而是提到了“相关国际法”，其中包括一般国际法(习惯国际法和国际法一般原则)以及有关国家已经批准、加入或以其他方式接受的条约。就墨西哥而言，这些条约包括该国于2005年10月28日批准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在这方面，委员会回顾，正如强迫失踪问题工作组所指出的，《罗马规约》第七条第一款前导句所载的定义“现在反映了习惯国际法”。[endnoteRef:37] [36: 		Ibid, párr. 62.]  [37: 		A/HRC/13/31.] 

58.	因此，在提到强迫失踪可构成危害人类罪时，委员会认为，“相关国际法”是《罗马规约》第七条以及国际刑事法院和其他国际性或混合法庭的判例，其中详细说明了认定存在危害人类罪必须满足的条件。[endnoteRef:38] [38: 		Véase el artículo 7, párrafo 1, del Estatuto de Roma. Y, entre otros, los siguientes fallos: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situación en la República Democrática del Congo, Le Procureur c. Germain Katanga, Sala de Primera Instancia II, fallo dictado con arreglo al artículo 74 del Estatuto, 7 de marzo de 2014, ICC-01/04–01/07; Sala de Apelaciones, situación en la República Democrática del Congo, The Prosecutor v. Bosco Ntaganda, fallo sobre las apelaciones, 30 de marzo de 2021, ICC-01/04-02/06 A A2; Sala de Primera Instancia IX, situación en la República Centroafricana, The Prosecutor v. Dominic Ongwen, fallo de 4 de febrero de 2021, ICC-02/04-01/15-1762-Red; Sala de Primera Instancia X, situación en Malí, The Prosecutor v. Al Hassan Ag Abdoul Aziz Ag Mohamed Ag Mahmoud, fallo, 26 de junio de 2024, ICC-01/12-01/18-2594-Red; Sala de Primera Instancia V, situación en la República Centroafricana II, The Prosecutor v. Alfred Yekatom and Patrice-Edouard Ngaïssona, fallo de 24 de julio de 2025, ICC-01/14-01/18; y Sala de Primera Instancia I, situación en Darfur (Sudán), The Prosecutor v. Ali Muhammad Ali Abd-Al-Rahman (“Ali Kushayb”), fallo de 6 de octubre de 2025, ICC-02/05-01/20. Véase también Tribunal Penal Internacional para la ex‑Yugoslavia, Sala de Apelaciones, The Prosecutor v. Dragoljub Kunarac et al., fallo de 12 de junio de 2002, IT-96-23/1-A; y Sala de Apelaciones, The Prosecutor v. Milan Martić, fallo de 8 de octubre de 2008, causa IT-95–11.] 

59.	《罗马规约》第七条第一款提及“在大规模或有组织的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中，在明知这一攻击的情况下，作为攻击的一部分而实施的”强迫失踪。根据《罗马规约》第七条第二款，“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可能是“根据国家或组织攻击平民人口的政策，或为了推行这种政策”而实施的，“强迫失踪”的定义是“国家或政治组织直接地或在其授权、支持或默许下，逮捕、羁押或绑架人员”。
60.	在此基础上并根据《公约》的目标和宗旨对第五条进行善意解释，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作为危害人类罪的强迫失踪可由组织或政治团体等非国家行为体实施，即便它们行事并未得到国家的授权、支持或默许。
61.	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关切，即关于《公约》框架内非国家行为体的声明所反映的默许概念的解释“超出了一般国际法中确立的规则的范围”。缔约国坚持认为：
在国际公法中，默许相当于单方面行为所体现的默示承认，而另一方――在当前情况中为非国家行为体――可能将其解释为同意[endnoteRef:39] [39: 	 	Respuestas de México a la solicitud de información con arreglo al artículo 34 de la Convención, 18 de septiembre de 2025, párr. 64.] 

并且：
默许标准要求证明当事国事先知晓其管辖范围内人员的权利有遭受侵犯的真实和迫在眉睫的风险。为了证明存在默许，必须分析当事国行为的合理性，如果要作出这一认定，必须证明默许国的行为是显而易见的，并且结合相关事实可以予以确凿无疑的证实。[endnoteRef:40] [40: 	 	Ibid.] 

62.	这些立场与委员会的解释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尽管如此，委员会认为，对所收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并不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些法律问题。如上文所述(见第18、28、29、31和38-43段)，委员会收到的资料中所述的指控提到了三级政府(联邦、州和市)公共当局的直接或间接参与。所报告的涉嫌“默许”的案件与墨西哥对这一概念的解释一致，即：(a) 国家事先知晓其管辖范围内人员权利有遭受侵犯的真实和迫在眉睫的风险；(b) 国家的默许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任何疑问余地；以及(c) 这种行为相当于默示承认，而另一方――在当前情况中为非国家行为体――将其解释为同意。
		对现有资料的评估
63.	委员会在其访问报告中指出，2006至2021年间，缔约国境内失踪事件急剧增多，逾98%的此类案件发生于这一时期。这些数据显示，失踪事件的增多与所谓的“禁毒战争”密切相关，“禁毒战争”始于费利佩·卡尔德隆的六年任期(2006-2012年)，当时实施了一项以部署武装部队履行公共安全职能为特征的政策。在后续总统的任期内，这一政策得到了维持，甚至有所加强。因此，上世纪后半叶失踪事件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镇压手段，由政府代理人和武装部队实施，主要针对反对派社会团体；而自2006年之后，失踪事件所涉及的实施者、模式和受害者范围则变得广泛。[endnoteRef:41] 这一趋势也体现在根据第三十四条收到的资料中(见第38-43段)。 [41: 	 	CED/C/MEX/VR/1 (Findings), párr. 11.] 

64.	委员会在访问报告中指出，已收到令人震惊的资料，显示强迫失踪行为出现了几种实施模式，在绝大多数州都观察到了这些模式。联邦、州和市级公职人员仍在直接实施强迫失踪行为。此外，在公职人员以各种形式进行共谋以及在不同程度上参与、默许或不作为的情况下，参与有组织犯罪的人员已成为失踪事件的主要实施群体之一。[endnoteRef:42] [42: 	 	Ibid., párr. 13. Véase también el párr. 21.] 

65.	委员会根据第三十四条收到的资料还包含充分迹象，显示这一趋势仍在持续。[endnoteRef:43] [43: 	 	FIDH, “Documento presentado al Comité contra la Desaparición Forzada respecto a la situación en México”, 11 de febrero de 2025, págs. 2, 5 a 8; “Remisión de México en virtud del art. 34 de la Convención: información que indica el carácter sistemático de los casos recientes”, pág. 5; Amnistía Internacional, “Activación del artículo 34 de la Convención Internacional para la Protección de Todas las Personas contra las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págs. 4 y 5; y organizaciones de la sociedad civil y colectivos: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generalizadas y/o sistemáticas cometidas en México”, 12 de agosto de 2025, págs. 11 a 40.] 

66.	例如，国际人权联合会声称，地方当局在调查伊萨吉雷牧场事件方面存在灾难性失败，该牧场得以不受检查地运作多年，而且在地方当局突袭该牧场后，调查依然未能发现秘密墓地或施害者，直到受害者团体揭露这些问题并导致两名前警察被捕，这表明哈利斯科州“新生代”贩毒集团在行事上很可能得到了至少部分州级主管机构的授权、支持或默许。前警察参与该贩毒集团在牧场的招募活动，也说明了某些州级主管机构可能提供了支持或默许。[endnoteRef:44] 更广泛地说，大赦国际指出：“墨西哥当局面对国际社会监督时提供的说法是，墨西哥境内的失踪事件是由有组织犯罪实施的。这一说法虽然部分正确，但过度简化了该国的失踪现象，并且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在许多此类案件中，有组织犯罪的运作得到了当局的授权、支持或默许。”[endnoteRef:45] [44: 	 	FIDH, “Remisión de México en virtud del art. 34 de la Convención: información que indica el carácter sistemático de los casos recientes”, pág. 2. Disponible en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INT%2FCED%2FRIS%2FMEX%2F68123&Lang=en.]  [45: 	 	Amnistía Internacional, “Activación del artículo 34 de la Convención”, pág. 4.] 

67.	委员会承认，墨西哥并非所有失踪事件都属于强迫失踪。全国下落不明和失踪人员登记册中列出了123,981名被归类为“失踪”的人员，已知其中部分人并未被剥夺自由，而是因其他原因“失踪”，例如“自愿”失踪或移民。然而，委员会强调，根据《公约》第十二条第二款，在有正当理由相信有人遭到强迫失踪的情况下，缔约国有责任展开调查。
68.	在这方面，正如委员会在访问报告中指出的，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全国下落不明和失踪人员登记册未能清楚地反映出可能涉及强迫失踪的案件在已登记案件中占多大比例。对于疑似强迫失踪案件，只有完成调查后才能予以确认，但是如果存在相关迹象，必须在初期阶段就将之作为疑似强迫失踪案件予以记录，以便重点关注这些案件并采取高效的策略开展搜寻和调查，同时向受害者提供支持和赔偿并防止失踪事件。[endnoteRef:46] [46: 	 	CED/C/MEX/VR/1 (Findings), párr. 50. Del mismo modo, en su informe de visita de 2011, el Grupo de Trabajo sobre las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o Involuntarias recordó que “solo mediante una investigación independiente, imparcial y completa se puede descartar una potencial desaparición forzada. Por ende, el número de casos de desaparición forzada no puede ser establecido a cabalidad sin la debida investigación” (A/HRC/19/58/Add.2, párr. 21).] 

69.	在缔约国经过独立和有效的调查而提供更可靠的数据之前，委员会根据收到的可信资料以及先前的调查结果，只能得出结论认为，有充分迹象显示缔约国发生了数量惊人的强迫失踪行为。
	C.	“大规模或有组织的强迫失踪行为”
70.	下文描述了习惯国际法以及国际刑事法院和其他国际性或混合法庭判例下危害人类罪定义的主要要件。
71.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在对委员会索要资料的请求的答复中，同意委员会的理解，即在涉及《公约》第三十四条所指的危害人类罪概念时，应始终以《罗马规约》为参考。委员会将从这一角度分析墨西哥的状况。
	1.	“根据国家或组织攻击平民人口的政策，或为了推行这种政策”而实施的攻击
		适用标准
72.	根据《罗马规约》第七条第二款第1项，“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是指：
根据国家或组织攻击平民人口的政策，或为了推行这种政策，针对任何平民人口多次实施第一款所述行为的行为过程。
这里要求有关行为构成“行为过程”的一部分，表明第七条旨在涵盖一系列行为或整体的一连串事件，而不是随机行为或孤立行为的简单集合。[endnoteRef:47] [47: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Sala de Primera Instancia VI, The Prosecutor v. Ntaganda, fallo de 8 de julio de 2019, párr. 662; The Prosecutor v. Yekatom y Ngaïssona, fallo de 24 de julio de 2025, párr. 3770; y The Prosecutor v. Ali Kushayb, fallo de 6 de octubre de 2025, párr. 692.] 

73.	按照国际刑事法院的判例，《罗马规约》第七条第二款第1项意义上的“政策”，本质上是指一国或一组织意图对平民人口发动攻击，无论是通过行动还是故意不采取行动。[endnoteRef:48]“根据”一词强调了政策与攻击之间存在联系。[endnoteRef:49] [48: 	 	Ibid., Le Procureur c. Katanga, fallo de 7 de marzo de 2014, párr. 1108; y Sala de Primera Instancia VI, The Prosecutor v. Ntaganda, fallo de 8 de julio de 2019, párr. 662.]  [49: 	 	Ibid., Le Procureur c. Katanga, fallo de 7 de marzo de 2014, párr. 1116; The Prosecutor v. Yekatom y Ngaïssona, fallo de 24 de julio de 2025, párr. 3775; y Sala de Primera Instancia VI, The Prosecutor v. Ntaganda, fallo de 8 de julio de 2019, párr. 673.] 

74.	一个特定人群能否被称为“组织”，取决于该组织是否具有“一系列足够高效的结构或机制，无论是哪种结构或机制，要能确保具备实施针对平民人口的攻击所需的协调。相应地，……有关组织必须具有足够的手段以推动或鼓励该攻击，而无需其他要求。事实上，绝不能排除的是，特别是在考虑到现代不对称战争的情况下绝不能排除的是，针对平民人口的攻击也可能是由一群以攻击平民人口为目标的人组成的私人实体所为；换言之，这群人未必具备可被描述为准国家的成熟结构。”[endnoteRef:50] 无需证明该组织的全部活动均与攻击平民人口的政策相关。[endnoteRef:51] 事实上，只要具备相关背景要素，单一一起涉及多次实施此类行为的事件或行动即可构成危害人类罪，与有关国家或组织的更广泛活动无关。[endnoteRef:52] [50: 		Ibid., Le Procureur c. Katanga, fallo de 7 de marzo de 2014, párr. 1119; y The Prosecutor v. Yekatom y Ngaïssona, fallo de 24 de julio de 2025, párr. 3774.]  [51: 		Ibid., Sala de Primera Instancia VI, The Prosecutor v. Ntaganda, fallo de 8 de julio de 2019, párr. 662; y The Prosecutor v. Yekatom y Ngaïssona, fallo de 24 de julio de 2025, párr. 3773.]  [52: 	 	Ibid., Sala de Primera Instancia VI, The Prosecutor v. Ntaganda, fallo de 8 de julio de 2019, párr. 662; The Prosecutor v. Ongwen, fallo de 4 de febrero de 2021, párr. 2689; Sala de Primera Instancia VIII, The Prosecutor v. Ahmad Al Faqi Al Mahdi, fallo de 27 de septiembre de 2016, párrs. 18 y 49; y The Prosecutor v. Yekatom y Ngaïssona, fallo de 24 de julio de 2025, párr. 3780. Véase también Tribunal Penal Internacional para la ex-Yugoslavia, The Prosecutor v. Kunarac et al., fallo de apelación de 12 de junio de 2002, párr. 57.] 

75.	至于政策本身，可从多个因素推断得出，例如以下因素：(a) 反复发生的暴力模式；(b) 存在该组织策划和协调的准备工作或集体动员；(c) 使用公共或私人资源推行政策；(d) 组织力量参与实施犯罪行为；(e) 可归于该组织的、纵容或鼓励实施犯罪的声明、指示或文件；以及(f) 潜在的动机。[endnoteRef:53] 原则上，针对平民人口实施有组织攻击的国家或组织将满足政策要求。[endnoteRef:54] [53: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The Prosecutor v. Ongwen, fallo de 4 de febrero de 2021, párr. 2679; The Prosecutor v. Yekatom y Ngaïssona, fallo de 24 de julio de 2025, párr. 3776; The Prosecutor v. Ali Kushayb, párr. 699.]  [54: 	 	The Prosecutor v. Ongwen, fallo de 4 de febrero de 2021, párr. 2679; The Prosecutor v. Yekatom y Ngaïssona, fallo de 24 de julio de 2025, párr. 3776; y The Prosecutor v. Ali Kushayb, fallo de 6 de octubre de 2025, párr. 699.] 

		对现有资料的评估
	(a)	“攻击”
76.	向委员会提供的资料以及委员会先前的结论均提到了在墨西哥已经发生并且仍在发生的“攻击”。这些资料揭露出有充分迹象显示，自2006年以来，墨西哥多地发生了“攻击”，其中一些可归于国家当局，另一些可归于贩毒集团和其他犯罪组织，并且往往存在州或联邦的公职人员参与的特定模式。
77.	国际人权联合会在其报告中记录了此类攻击的实例，涉及2009至2016年间在科阿韦拉、2011年9月至2017年9月间在纳亚里特以及2010至2017年间在韦拉克鲁斯州发生的事件。报告还提到哈利斯科和纳亚里特最近发生的案件，这些案件呈现出明显迹象，显示失踪事件是由涉及有组织犯罪的人员以有组织方式实施的，并且存在某些州级官员直接参与、支持或默许的特定模式(见第38-40段和第42段)。委员会收到的其他报告提到了墨西哥其他地区的攻击事件(见第42段)。
78.	委员会回顾指出，在危害人类罪的定义中，“攻击”是指“涉及多次实施”(包括强迫失踪在内的)“行为的行为”，委员会同时指出，《罗马规约》和国际判例均未要求“攻击”必须在国家的整个领土上实施。“攻击”可能发生在领土的特定部分，其时间和空间范围可能有限，但必须构成“涉及多次实施”(包括强迫失踪在内的)犯罪的“行为”。[endnoteRef:55] [55: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Le Procureur c. Katanga, fallo de 7 de marzo de 2014: el “ataque” tuvo lugar el 24 de febrero de 2003 en el pueblo de Bogoro (provincia de Ituri), perpetrado por un grupo armado, durante el cual se estima que más de 200 civiles murieron. En la causa The Prosecutor v. Ntaganda, Sala de Primera Instancia VI, fallo de 8 de julio de 2019: el “ataque” tuvo lugar entre agosto de 2002 y diciembre de 2003 en la provincia de Ituri, a través de dos “operaciones” principales que involucraron múltiples crímenes y víctimas. Véanse también, entre otros, Tribunal Penal Internacional para la ex-Yugoslavia, Sala de Primera Instancia I, The Prosecutor v. Stanislav Galić, fallo de 4 de diciembre de 2003, IT‑89‑29‑T: el ataque tuvo lugar durante el mando del acusado (septiembre de 1992 a agosto de 1994), en el contexto del asedio de Sarajevo, mediante una campaña prolongada de francotiradores y bombardeos contra civiles en Sarajevo; y Tribunal Penal Internacional para la ex-Yugoslavia, Sala de Primera Instancia I, The Prosecutor v. Ante Gotovina et al., fallo de 15 de abril de 2011, IT‑06‑90‑T: el ataque tuvo lugar entre agosto y septiembre de 1995 en Krajina (Croacia) durante la llamada “Operación Tormenta”, mediante una campaña de deportación y traslado forzoso de la población civil serbia de Krajina.] 

79.	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有充分迹象显示，墨西哥境内发生了《罗马规约》第七条第二款第1项意义上的“攻击”。
	(b)	“根据国家或组织攻击平民人口的政策，或为了推行这种政策”
80.	为了确定是否存在通过行动或故意不采取行动而针对平民人口实施攻击的国家或组织政策，必须考虑多项因素，例如反复发生的暴力模式以及组织力量参与实施犯罪。
81.	墨西哥承认犯罪组织大规模实施了失踪和其他犯罪，但不认同此类团体可被归类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意义上的“组织”(第七条第二款第1项)或“政治组织”(第七条第二款第9项)。
82.	委员会回顾指出，国际刑事法院各分庭在作出认定时以结构、等级、指挥和对人口和/或领土的控制等标准为依据，但以灵活和非累加的方式适用这些标准。判例通常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每个“组织”都必须具备准国家特征并几乎被视为国家。[endnoteRef:56] 国际刑事法院尽管尚未有机会得出“贩毒集团”本身可被视为“组织”的结论，但已就其他类型在地方层面活动的犯罪团伙或武装团体得出过这样的结论。[endnoteRef:57] 根据现有资料，委员会认为有充分迹象显示，在墨西哥活动的犯罪组织中至少有一部分符合《罗马规约》第七条规定的“组织”标准。[endnoteRef:58] [56: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Le Procureur c. Katanga, 7 de marzo de 2014, párr. 1122.]  [57: 	 	En el caso de Kenya, por ejemplo,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determinó que los denominados Mungiki operaban como una estructura jerárquica amplia y compleja, caracterizada por diversos niveles de mando y una clara división de funciones en la estructura de mando. La obediencia a las normas internas de los Mungiki se logra mediante estrictas medidas disciplinarias. También se demostró que los Mungiki tenían control sobre actividades sociales fundamentales en muchas de las zonas residenciales pobres, especialmente en Nairobi, y recaudaban impuestos informales para financiar dichas actividades.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Sala de Costas II, situación en la República de Kenya, en la causa The prosecutor v. Francis Kirimi Muthaura, Uhuru Muigai Kenyatta and Mohammed Hussein Ali, 8 de marzo de 2011 (ICC-01/09-02/11), párr. 22. Véase también Open Society Justice Initiative, Atrocidades innegables: confrontando crímenes de lesa humanidad en México (2016), págs. 87 a 95. Véase también Carsten Stah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ág. 57.]  [58: 	 	Open Society Justice Initiative, Atrocidades innegables: confrontando crímenes de lesa humanidad en México (2016), págs. 87 a 95. Véase también Carsten Stah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ág. 57.] 

83.	委员会还指出，在报告的大多数案件中，委员会收到了有充分依据的指控，称这些“攻击”遵循一种模式，涉及某些联邦、州和市级公职人员的直接参与或者授权、支持或默许(见第18、28、29、59和66段)。
84.	收到的资料所载的实例中，值得注意的是塔拉和特奇特兰的强制征兵营，这些营地：
公然运作多年，尽管社区团体和社区提出了投诉，但当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目前发现的情况显示，市长积极参与了市政管理，据称他通过提供巡逻队、武器和市政机械……支持哈利斯科新生代贩毒集团。[endnoteRef:59] [59: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generalizadas y/o sistemáticas cometidas en México”, informe del 12 de agosto de 2025, pág. 24. Disponible en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countries.aspx?CountryCode=MEX&Lang=SP.] 

85.	据查，在莫雷洛斯州的特帕尔辛戈和胡胡特拉发生了秘密使用公共集体墓地掩藏尸体的情况，这揭露出“法证机构直接参与非法隐匿人类遗骸，导致搜寻团体创造了‘国营秘密墓地’一词，用于谴责这些做法”。[endnoteRef:60] [60: 	 	Ibid., pág. 29.] 

86.	委员会认为，现有资料表明有充分迹象显示，所报告的大多数强迫失踪事件是按照类似的行为模式发生的，是有计划行动的一部分，并排除了这些案件可能是个人自发随机所为的可能性。
87.	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有充分迹象显示，强迫失踪事件是在墨西哥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根据国家或组织政策实施的各种“攻击”背景下发生的，国家或组织政策即自主行事或在联邦、州和市级公职人员的共谋和至少是默许下行事的“组织”所构想和实施的政策。
88.	委员会还必须考虑这是否构成以国家层面构想和实施的“政策”为特征的单一攻击。委员会在访问报告中指出，2006年至今的强迫失踪状况与国家“禁毒战争”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并特别敦促缔约国放弃其以军事化手段开展公共安全工作的做法。[endnoteRef:61] [61: 	 	CED/C/MEX/VR/1 (Findings), párrs. 11 y 44 a 48; y A/HRC/19/58/Add.2, párr. 90.] 

89.	然而，尽管该政策导致了针对大量平民的大规模和有组织的侵犯人权行为和严重罪行[endnoteRef:62]，委员会尚未发现有任何充分迹象显示，以军事化手段开展公共安全工作本身构成一项必然且有意涉及实施强迫失踪行为的联邦政策。 [62: 	 	CED/C/MEX/VR/1 (Findings), párrs. 44 a 47.] 

90.	委员会必须进而审查，在国家层面构想和实施的“政策”是否可能源于对涉及实施强迫失踪行为这一危害人类罪的“攻击”“故意不采取行动”。在这方面，委员会回顾指出，在过去10年里，缔约国声称已在联邦层面和州层面采取了措施，以应对全国各地强迫失踪案件的增加，并在对委员会根据《公约》第三十四条提出的索要资料请求的答复中重申了这一立场。[endnoteRef:63] 缔约国还认为，该国制定了搜寻失踪人员以及调查和惩处强迫失踪实施者的国家政策，因此不可能同时存在旨在攻击平民人口的政策。[endnoteRef:64] [63: 	 	Respuestas de México a la solicitud de información con arreglo al artículo 34 de la Convención, 18 de septiembre de 2025, párrs. 37 a 43.]  [64: 	 	Ibid., párr. 106.] 

91.	委员会一再肯定并欢迎缔约国采取的措施，并已表示该国的法律和体制框架对其他国家而言是积极范例。然而，委员会也不得不强调，这些努力仍然不足并且不够有效(见第9-32段)，未能遏制以下情况：失踪人员人数持续增加，大多数报告案件中搜寻和调查缺乏实质性进展，信息被隐瞒，施害者几乎完全有罪不罚，法证危机令人担忧，以及受害者亲属在每天寻找亲人的艰难历程中得不到支持。
92.	然而，缔约国未能取得成功，可能并非出于故意的政策，而是出于其他因素，例如行政上的复杂和低效、与该国联邦结构有关的困难、资源的匮乏、腐败以及公职人员与犯罪组织之间的联系，有时是高层联系。
93.	因此，委员会认为，现有资料并未披露任何充分迹象显示，不采取行动处理强迫失踪是《罗马规约》第七条第二款第1项意义上的“故意”行为。
94.	委员会重申，《罗马规约》和国际判例均未要求“攻击”必须在有关国家的全境内实施(见第74段)。同样，攻击也不必是“在国家机器的最高层”构想的。[endnoteRef:65] [65: 	 	Tribunal Penal Internacional para la ex-Yugoslavia, Sala de Primera Instancia I, The Prosecutor v. Tihomir Blaškić, fallo de 3 de marzo de 2000, IT-95-14-T, párr. 205.] 

95.	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有充分迹象显示，强迫失踪曾经并仍在作为各种“攻击”的一部分在该国不同地区实施，其根据是实施这种攻击的国家或组织政策，即自主行事或在联邦、州和市级公职人员的共谋和至少是默许下行事的“组织”所构想和实施的政策。与此同时，委员会认为，没有充分迹象显示存在旨在通过行动或故意不采取行动而实施这种行为的联邦政策。
	2.	“大规模或有组织的”
		适用标准
96.	按照适用的标准，“攻击”必须是大规模或有组织的，但可以仅具有二者之一。国际性和混合法庭的判例凸显了以下几点：
	(a)	“大规模”指攻击的大规模性质和受攻击的人数；[endnoteRef:66] [66: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Le Procureur c. Katanga, fallo de 7 de marzo de 2014, párr. 1123.] 

	(b)	“有组织的”反映出暴力行为具有组织性并且不太可能随机发生。判例还进一步指出，攻击“有组织的”特征指存在“犯罪模式”，表现为相似的犯罪行为经常非偶然地重复发生。[endnoteRef:67] 加丹加案和恩塔甘达案是适用这些原则的明确例证。[endnoteRef:68] [67: 	 	Ibid.]  [68: 	 	En la causa Katanga, la Sala de Primera Instancia de la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consideró que el ataque a la aldea de Bogoro por parte de un grupo armado, durante el cual se estima que murieron más de 200 civiles, podía considerarse en sí mismo un ataque “sistemático”, tal y como se desprendía del escenario del ataque y, más concretamente, de la forma en que las tropas se desplegaron, atacaron la aldea y cometieron los crímenes (Katanga, párrs. 1157 a 1162). En la causa Ntaganda, la Sala de Primera Instancia determinó que el ataque liderado por un grupo armado en Ituri entre el asalto a Bunia en agosto de 2002 y el asalto a la misma ciudad en mayo de 2003 fue tanto generalizado como sistemático (fallo de juicio Ntaganda, 8 de julio de 2019, párrs. 691 a 695).] 

		对现有资料的评估
	(a)	“大规模”
97.	委员会知晓，全国下落不明和失踪人员登记册记录的是广义上“失踪”人员的案件，并非所有此类案件均可归类为《公约》第二条或第五条意义上的强迫失踪，但委员会认为，登记在册的失踪人员数量(截至2026年2月19日，下落不明和失踪人员超过132,400人)以及此类案件持续增多的情况，本身就显示了该现象在国家层面的严重程度，并且这一趋势没有逆转的迹象。
98.	委员会在访问报告中，在对收到的资料进行详尽分析后已得出结论，即失踪事件仍在缔约国大部分领土上大规模发生，并且在这方面，几乎完全有罪不罚的现象和二次伤害现象盛行。[endnoteRef:69] [69: 	 	CED/C/MEX/VR/1 (Findings), párr. 24.] 

99.	近年来，发现的秘密墓地的数量增多，也反映了这一现象的规模。例如，委员会援引了伊比利亚美洲大学(莱昂)数据中心监测取得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2009年至2025年3月间，在瓜纳华托记录了723处秘密墓地，发掘出约1,352具尸体。按照这些数据，发现秘密墓地和尸体最多的市是伊拉普阿托，其次为萨拉曼卡、胡韦蒂诺罗萨斯、阿坎巴罗、塞拉亚、比亚格兰和萨尔瓦铁拉。在下加利福尼亚，按照Elementa人权组织(2025年)的数据，2009年10月至2025年3月间发现了415处秘密墓穴。此外，据报告2010年至2025年3月间，有14,378具身份不明的尸体被埋葬在墨西加利、蒂华纳和恩塞纳达等市的集体墓地中。[endnoteRef:70] [70: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generalizadas y/o sistemáticas cometidas en México”, 12 de agosto de 2025, págs. 31 y 32.] 

100.	在墨西哥发现的集体墓地的相关数据因来源而异，但目前的估计是，该国境内有逾4,500处秘密墓地，其中埋有逾6,200具尸体和4,600具遗骸。[endnoteRef:71] 截至2026年初，官方数据显示约有72,000具身份不明的遗骸，而委员会2021年访问时这一数字为52,000具。[endnoteRef:72] 各州总检察长办公室2025年的数据显示，全国报告的集体墓地中，有37%集中于三个州：索诺拉，972处；韦拉克鲁斯，523处；以及塔毛利帕斯，541处。[endnoteRef:73] [71: 	 	Las fiscalías estatales reportaron un total de 5.532 fosas clandestinas entre 2006 y 2024, mientras que la Fiscalía General de la República informó únicamente de 630 fosas en el mismo período. Véase https://plataformaciudadanadefosas.org/assets/diagnostico-forense.pdf, págs. 8 y 9.]  [72: 	 	CED/C/MEX/VR/1 (Findings), párrs. 28 a 29.]  [73: 	 	Véase https://plataformaciudadanadefosas.org/assets/diagnostico-forense.pdf, pág. 9.] 

101.	委员会认为，在向其报告的大多数攻击事件中，受害者人数众多，这提供了充分迹象显示这些攻击是大规模进行的。
102.	因此，虽然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没有充分迹象显示强迫失踪事件是覆盖墨西哥全境的单一“攻击”的一部分，但委员会认为，有充分迹象显示，大规模“攻击”曾经并仍在该国于不同时期、在不同地区实施。
	(b)	“有组织的”
103.	如上文所述(见第86段)，委员会在审查了收到的资料后认为，所报告的事实排除了这些失踪事件可能是个人自发随机所为的可能性。
104.	国际人权联合会记录了2006至2016年间科阿韦拉发生的遵循一致模式的有组织做法。这一分析基于逾500起强迫失踪案件，其中国际人权联合会审查了32起案件，作为代表性案例。这些案件涉及73名受害者，其中33人至今下落不明。经分析，国际人权联合会识别出了以下两种强迫失踪模式：(a) 2009至2011/12年间，科阿韦拉警方绑架受害者，随后将他们移交给塞塔贩毒集团；(b) 2011/12至2016年间，州安全机构通过其特种部队直接实施了强迫失踪行为，这些特种部队包括2011年12月设立的特种武器和战术小队；市特种武器和战术小队；精锐小队；以及反应与联合行动队。[endnoteRef:74] [74: 	 	FIDH, “Documento presentado al Comité contra la Desaparición Forzada respecto a la situación en México”, 11 de febrero de 2025, pág. 4.] 

105.	国际人权联合会在其第二份提交材料中介绍了哈利斯科和纳亚里特的情况，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情况提供了充分迹象，显示失踪事件是作为有组织犯罪的一种形式、有组织地得到实施的，具有特定的模式，并有某些公职人员的直接参与或者支持或默许。[endnoteRef:75] [75: 	 	FIDH, “Remisión de México en virtud del art. 34 de la Convención: información que indica el carácter sistemático de los casos recientes”. Disponible en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INT%2FCED%2FRIS%2FMEX%2F68123&Lang=en.] 

106.	根据议事规则第106条提交给委员会的其他公开报告以及委员会收集的资料都支持以下结论：在记录的大多数案件中，强迫失踪行为“是有组织的，因为它们涉及使用公共资源，包括军事人员和设施，并有可以识别的犯罪模式”。[endnoteRef:76] [76: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generalizadas y/o sistemáticas cometidas en México”, 12 de agosto de 2025, pág. 18. Véase la descripción de situaciones específicas en varios estados, págs. 14 a 33.] 

107.	因此，委员会认为，有充分迹象显示，所报告的攻击是“有组织的”，因为作为这些攻击的一部分实施的所有强迫失踪都遵循类似的模式，反映了在该国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非偶然地重复发生的行为。
	3.	“针对任何平民人口”
		适用标准
108.	按照国际刑事法院的判例，“攻击”必须“针对任何平民人口”。“针对”意味着平民人口必须是攻击的主要目标，而不是附带受害者。[endnoteRef:77]“人口”意味着攻击不是针对随机挑选的有限人群。[endnoteRef:78] 但是，没有必要证明在攻击发生时，某一地理区域的全体人口都是攻击目标。[endnoteRef:79] [77: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Le Procureur c. Katanga, fallo de 7 de marzo de 2014, párr. 1104.]  [78: 	 	Ibid., párr. 1105.]  [79: 	 	Ibid.] 

109.	按照《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50条，“平民”一词应理解为指所有不是武装部队成员的人。[endnoteRef:80] 平民人口中存在不符合“平民”定义的个人，并不剥夺该人口的平民性质。[endnoteRef:81] 无需证明“相关行为的主要目的或目标是攻击平民”。针对平民人口的攻击也可能有其他目的或动机。[endnoteRef:82] [80: 	 	Ibid.; y Tribunal Penal Internacional para la ex-Yugoslavia, The Prosecutor v. Milan Martić, párr. 297.]  [81: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The Prosecutor v. Al Hassan Ag Abdoul Aziz Ag Mohamed Ag Mahmoud, fallo de 26 de junio de 2024, párr. 1106.]  [82: 	 	Ibid., The Prosecutor v. Ntaganda, fallo de 30 de marzo de 2021, párr. 424.] 

		对现有资料的评估
110.	在向委员会报告的所有案件中，平民并非偶然受害者，而是被故意作为攻击目标。国际人权联合会报告的案件涉及在科阿韦拉、纳亚里特和韦拉克鲁斯针对平民人口的攻击。[endnoteRef:83] 哈利斯科目前是墨西哥失踪人员数量最多的州，在该州，失踪人员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报告称，2018年12月至2025年6月间，该办公室处理了位于19个市的205处秘密埋葬点，涉及1,956名死者，其中1,054人的身份已经确认。[endnoteRef:84] 在瓜纳华托，2017年至2025年4月间失踪人员数量增长至原先的八倍，而在塔巴斯科，2024和2025年失踪人员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女童和年轻妇女是主要受害者。[endnoteRef:85] [83: 	 	FIDH, “Documento presentado al Comité contra la Desaparición Forzada respecto a la situación en México”, 11 de febrero de 2025.]  [84: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generalizadas y/o sistemáticas cometidas en México”, 12 de agosto de 2025, pág. 22.]  [85: 		Ibid., págs. 25 a 29.] 

111.	收到的资料还包括具体实例，并指出“尽管在某些案件中攻击针对的是安全部队，但最频繁的攻击是针对平民人口”。[endnoteRef:86] [86: 		Ibid. pág. 5.] 

112.	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现有资料披露了充分迹象，显示过去或现在的有关“攻击”是“针对平民人口”。
	4.	“在明知这一攻击的情况下”
		适用标准
113.	犯罪必须“在明知这一攻击的情况下”实施。这意味着实施者必须知道该行为是大规模或有组织的针对平民人口的攻击的一部分。但是，不应将这一条件解释为要求证明实施者了解攻击的所有特征，或者国家或组织的计划或政策的确切细节。[endnoteRef:87] [87: 		Corte Penal Internacional, Le Procureur c. Katanga, fallo de 7 de marzo de 2014, párr. 1125.] 

114.	委员会并未被要求审查个人责任，而是要确定是否有充分迹象显示强迫失踪曾经并仍在作为一种危害人类罪实施，因此，委员会认为在本评估中没有必要审查这一标准。
	D.	结论
115.	根据《公约》第三十四条规定的“充分迹象”标准，委员会不作为调查委员会行事，也不必作出事实认定。委员会必须确定的是，是否可以确信现有资料引发了足够的关切，以至于有必要将此事紧急提请大会注意，以便大会能够核实事实并按照其任务处理该情况(见第53和54段)。
116.	考虑到根据第三十四条收到的资料以及自2012年与缔约国接触以来收集的所有资料，委员会认为有充分迹象显示，强迫失踪曾经并仍在作为一种危害人类罪在墨西哥实施，其实施方式是各种大规模或有组织的“攻击”，涉及不同地点和不同时期，根据国家或组织攻击平民人口的政策或为了推行这种政策而实施，这些政策即自主行事或在联邦、州和市级公共当局的共谋和至少是默许下行事的“组织”所构想和/或实施的政策。
117.	然而，尽管国家“禁毒战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在地方层面实施此类“攻击”创造了条件，但没有充分迹象显示该政策本身构成《罗马规约》意义上的旨在实施此类行为的联邦政策。同样，尽管墨西哥在防止强迫失踪和惩罚施害者方面缺乏有效行动，这助长了不安全和有罪不罚的气氛并推动造成了可能发生危害人类罪的条件，但没有充分迹象显示这构成《罗马规约》第七条第二款第1项意义上的故意实施的政策。
118.	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尽管有各种“攻击”和危害人类罪行正在墨西哥境内实施，但没有充分迹象显示存在通过行动或故意不采取行动而实施此类行为的联邦政策。
119.	委员会回顾指出，《罗马规约》和国际判例均未要求大规模或有组织的针对平民人口的攻击必须在一国全境内实施。同样，攻击也不必是“在国家机器的最高层”构想的。[endnoteRef:88] [88: 		Tribunal Penal Internacional para la ex-Yugoslavia, Sala de Primera Instancia I, The Prosecutor v. Tihomir Blaškić, fallo de 3 de marzo de 2000, párr. 205.















附件
[Spanish only]
		Cronología de la cooperación entre el Comité y el Estado Parte y actuación del Comité en los diferentes
procedimientos de su mandato
			

] 

120.	自委员会2021年访问缔约国以来，尽管缔约国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并采取了步骤，但强迫失踪状况并未改善。主管机构仍因犯罪规模之大而力不从心，并且仍需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有效、高效地应对和防止这种犯罪。
121.	鉴于上述情况并考虑到所掌握的所有资料，委员会认为，有充分迹象显示，强迫失踪曾经并仍在各种大规模或有组织攻击的背景下于墨西哥实施，构成危害人类罪。
	五.	委员会的决定
122.	根据《公约》第三十四条，委员会决定紧急提请联合国大会注意墨西哥境内的强迫失踪状况。为此，委员会请秘书长将本决定、相关报告和意见以及从民间社会组织收到的资料转交大会，以便大会考虑采取措施，支持缔约国为防止、调查、惩处和根除墨西哥境内的强迫失踪所作的努力。
123.	委员会提请大会注意，有必要采取行动，旨在：
	(a)	提供墨西哥在搜寻行动、法证分析以及彻底调查强迫失踪指控及公职人员与有组织犯罪之间关联方面可能需要的技术合作、财政支持和专门援助；
	(b)	建立有效机制，以查明真相并向寻找亲人的家庭以及支持他们的组织和维护者提供援助和保护。
124.	委员会重申其承诺，将继续按照《公约》规定的程序，特别是第二十九、第三十和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程序，与墨西哥开展合作，并保持与当局和民间社会的持续对话。
125.	委员会回顾指出，第三十四条是《公约》为了促进缔约国与委员会之间的合作和建设性对话而规定的程序的一部分。对特定缔约国适用该条，绝不应被解释为损害或干涉《公约》规定的其他程序，也不应削弱而是应当加强委员会与有关缔约国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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